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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民法上的一般人格权以人格尊严、人格自由等法秩序内涵的基本价值为基础，这也决定
了作为一般性条款的一般人格权在制度功能上具有极强的涵摄能力，可以有效缓解法的安定性与向

社会生活开放二者之间的紧张关系。与民法上的这种功能预设相一致，一般人格权在民法典中的具
体表述可以是“其他人格利益”而非必须采用“一般人格权”概念。当然，为使“其他人格利益”概念持
续向社会生活开放，毋需在民法典中将其价值基础明确宣誓出来并限定在人身自由、人格尊严内，而
是应交给司法实践，由法官根据实践发展而在个案中综合考虑法秩序内涵的基本价值确定，从而维持

法典外在体系的科学严谨性，实现内外在体系的融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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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一般人格权的具体表达方式是当前民法典人格权编立法中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全国人大常委会法
工委草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人格权编( 草案) 》( 征求意见稿) ( 以下简称“征求意见稿”) 第 7 条对
此的规定是:“除本编规定的人格权益外，自然人享有基于人格尊严产生的其他人格利益。”而 2018 年 8 月
27 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各分编( 草案) 》( 以下简称“一审稿”) 对此作了较大
调整，其在第 774 条第 2 款规定:“除本编规定的人格权外，自然人享有基于人身自由、人格尊严产生的其他
人格权益。”可以发现，以上征求意见稿第 7 条、一审稿第 774 条第 2 款作为规定一般人格权的具体条款，采
取的表达方式既不同于比较法上任何一种一般人格权的立法模式，也与我国实践中既有的一般人格权规

则不相吻合。虽然这两条规定都旗帜鲜明地宣示了作为一般人格权的“其他人格利益”的价值基础，但不
同的是，征求意见稿第 7 条将价值基础限定为人格尊严，而一审稿第 774 条第 2 款将价值基础限定为人身
自由、人格尊严。从立法目的看，征求意见稿第 7 条和一审稿第 774 条第 2 款既想强调一般人格权的价值
基础，明确宣示人格尊严或人身自由和人格尊严应受民法保护的地位，也想突出一般人格权并非典型权

利，而是向社会开放的、依据人格尊严或者人身自由和人格尊严而生并被民法保护的人格利益，区别于已
被制定法所明确承认的人格权利。承认一般人格权并非典型权利类型，而是向社会生活开放的人格利益
或者框架性权利，既能满足民事主体因社会发展而提出的保护新型人格利益的现实需求，也与比较法上的

一般做法相吻合，〔1〕值得肯定。但问题是，将一般人格权的价值基础明确宣示为人格尊严或人身自由和人
格尊严，是否必要? 正当性基础与合法性基础是否充分? 能否满足现实生活中民事主体人格利益保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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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需要? 具体应如何改进? 下文试分析之。

二、限定一般人格权价值基础的正当性基础

首先，将民法上一般人格权的价值基础限定为人格尊严或者人身自由与人格尊严，具备充分的正当性

基础吗? 对此，需要结合我国《宪法》中基本权利所内涵的价值与《民法总则》所宣示的民法上的一般法律
思想或基本价值予以判定。
(一)宪法上的人格尊严、人身自由与民法中的人格尊严、人身自由
与德国《基本法》第 1 条第 1 款明确规定人的尊严为不可触碰的基本权利不同，我国《宪法》第 38 条明

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禁止用任何方法对公民进行侮辱、诽谤和诬告陷
害。”以文义解释的方法进行分析，我国宪法文本中使用的概念是人格尊严，它有别于人的尊严、人性尊严
概念，其核心在于保护名誉和荣誉;从体系解释的角度来看，该法中的人格尊严条款既没有规定在宪法文

本的总纲当中以提纲挈领，也没有规定在“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一章之首，无法像德国《基本法》一样推
知人格尊严是基本权利价值体系的核心。〔2〕 即使将我国《宪法》第 38 条规定的人格尊严条款与第 33 条规
定的“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条款结合起来理解，也无法推论出其在比较法上尤其是在德国《基本法》上所
具有的价值内涵与规范地位。当然，虽然我国宪法上的人格尊严条款属于具有具体法律内容的独立条款，
但在法律解释中亦可以作为基本规范与特定法律事实相涵摄，保障具体的人格尊严。〔3〕 因此，当其作为一

般法上的人格尊严的立法依据和解释依据时，通常亦是姓名权、名誉权、荣誉权、肖像权、隐私权等具体人
格权益的价值基础。〔4〕 与我国《宪法》第 38 条的“人格尊严”一样，规定在《宪法》第 37 条的“人身自由”
亦是一项具体的基本权利，有别于德国《基本法》第 2 条第 1 款的人格自由发展权或者人格自由，〔5〕其核

心内容在于人的行动自由。〔6〕 其作为民法上人身自由的立法依据和解释依据时，通常仅是以行动自由为

核心的人身自由权的价值基础。〔7〕

也就是说，我国宪法中作为基本权利的人格尊严、人身自由仅是民法上部分人格权益的价值基础，其
在宪法中的地位及规范意旨表明，并不能担当民法中一般人格权之价值基础的大任。〔8〕 除此之外，学理上

还有观点表示:“经由宪法规范表达的人格权，未经民法表达是难以受到民法保护的。人格权的民法表达
是人格权获得受民法保护之地位的工具。”〔9〕此种观点应予赞同。因此，尚需探寻民法上一般人格权的价
值基础与具体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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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人格权一般条款的立法表达》，载《江汉论坛》2018 年第 1 期，第 119 页。从法秩序的体系自洽性出发，本文支持基本权利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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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民法中的人格尊严、人身自由与一般人格权的价值基础
与 1982 年《宪法》明确规定人身自由、人格尊严为基本权利不同，长期以来，我国一般民事制定法如

《民法通则》、《侵权责任法》，均未明确规定人身自由、人格尊严概念。当然，制定法上未规定人格尊严概念
并不意味着不为制定法所明确承认的人格利益无法获得法律上的保护。从长期以来的司法实践经验看，
对于那些不在制定法明确规定范围内的人格利益，主要是由法官在具体案件的审理中，在适用一般侵权条

款如《民法通则》第 106 条第 2 款、《侵权责任法》第 6 条结合第 2 条时，通过运用法律解释方法引入宪法上
的基本权利所内涵的一般法律思想或价值基础来进行涵摄。〔10〕 经由裁判者以法律解释或续造的方式来实
现制定法漏洞的填补和对具体人格利益的保护，在比较法上亦为德国等支持。〔11〕 问题是，此种通过法官自
由裁量权的运用来确定个案中的人格利益是否受法律保护以及如何保护的模式，可能存在自由裁量权滥

用并威胁法的安定性的风险。〔12〕 对此，最高人民法院通常以司法解释的方式将司法实践中发现的内涵外
延已经较为清晰的人格利益类型典型权利化并固定下来，希冀在法的安定性与人格利益充分保护的现实

需求之间寻得妥适的平衡。
例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 法释〔2001〕7 号) ( 以下

简称“法释〔2001〕7 号”) 第 1 条第 1 款第 3 项明确规定的“人身自由权、人格尊严权”概念和该条第 2 款规
定的“其他人格利益”概念，即为这一努力的重要成果。〔13〕 问题是，法释〔2001〕7 号不恰当地将宪法上的
基本权利和作为民法上一般人格权之价值基础或一般法律思想的人身自由、人格尊严直接规定为具体权
利即人身自由权、人格尊严权。对于人身自由而言，其不管是作为基本权利而存在，还是作为民法上具体
人格权的价值基础或一般法律思想，实质上均指向人的行动自由，因此法释〔2001〕7 号将之明确规定为具
体人格权之一种的人身自由权，并不会导致严重问题。但对于人格尊严而言，由于作为价值基础或一般法
律思想的人格尊严概念本身内涵外延并不确定，〔14〕导致相应的人格尊严权亦仅具有典型权利之名而无权

利之实。尤为严重的是，人格尊严的权利化会使原本作为一般条款解释基础的基本价值或一般法律思想
实体化，严重削弱一般人格权的涵摄能力，无益于制定法上漏洞的填补和现实生活中具体人之人格利益的

充分保护。对于最高人民法院的此种做法，学说理论上亦普遍持反对态度。〔15〕 后来的《侵权责任法》亦未
采纳这种做法。
我国 2017 年颁行的《民法总则》第 109 条规定:“自然人的人身自由、人格尊严受法律保护。”该条亦被

民法学理认为是宪法基本权利私法化的具象，构成我国民法上的一般人格权。〔16〕 从文义解释的角度看，该
条并不像法释〔2001〕7 号第 1 条第 1 款第 3 项那样规定“人身自由权、人格尊严权”概念，而是并列规定“人
身自由、人格尊严”概念。由此显现出来的外在图景是，作为宪法上基本权利和民法上一般人格权之价值
基础或一般法律思想的人身自由、人格尊严，毋需再通过民法上的一般性条款而直接进入了民事制定法领
域，使一般人格权的价值基础不需要再由法官通过解释的方法来发现论证，强化了法官运用相关规则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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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论一般人格权作为基本权利之保护手段》，载《法商研究》2009 年第 4 期，第 48 页;张新宝:《我国人格权立法:体系、边界和
保护》，载《法商研究》2012 年第 1 期，第 3 － 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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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判的正当性、合法性基础，使相应的判决结果具有可反驳性且可能经受得住反驳。也就是说，法院在个
案审理中通过一般侵权条款涵摄未被法律明确规定的人格利益，可直接以该条作为论证的正当性与合法

性基础。
问题是，将一般人格权的价值基础直接宣示出来并限定为人格尊严或者人身自由和人格尊严，是否妥

适? 这种质疑首先来自于人格尊严、人身自由作为一般法律思想的功能预设。一方面，作为一般人格权价
值基础的人格尊严的思想来源多元，内涵丰富，确实可以为提高一般人格权规则的涵摄能力提供充分的正

当性论证，使以此为基础的一般人格权规则在人格尊严能发挥作用的领域内发挥漏洞填补之功能。另一
方面，由于人身自由的内涵外延较为明晰，原则上仅指向行动自由，因此以之作为一般人格权的价值基础

或者一般法律思想来源，存在困难。〔17〕 从民法典外在体系的科学性、严谨性的角度看，将这两种属性不同
且涵摄能力相差悬殊的基本价值置于同一位阶，共同作为一般人格权的价值基础，并不适当。另外，创制
一般人格权的初衷在于克服具体人格权涵摄能力不足所可能导致的现实生活中人的人格利益无法被充分

保护的问题，〔18〕其内涵的价值基础或一般法律思想应当是开放的、发展的。若明确宣示以特定价值或一般
法律思想为基础并将之封闭化，那么即使其宣示的某价值如人格尊严内涵丰富，也会出现该价值无法辐射

到的领域，产生一般人格权规则无法涵摄的法律漏洞，违背创制一般人格权规则的初衷。
也就是说，征求意见稿第 7 条、一审稿第 774 条第 2 款将一般人格权的价值基础限定为人格尊严或者

人身自由和人格尊严，并不妥当，违反了民法上一般人格权价值基础多元化的基本立场，缺乏正当性基础。
这种正当性基础不足的直接恶果就是，会使原本价值多元而具有强大涵摄能力的一般人格权规则的漏洞

填补和法律救济功能大打折扣，不利于现实生活中具体人在法律上的实现。

三、一般人格权价值基础限定与一般人格权规则的涵摄能力

民法上的一般人格权规则应向内涵更丰富、外延更广阔的价值基础或一般法律思想开放，以提高规则
本身的涵摄能力。若在制定法中明确限定一般人格权规则的价值基础，则可能抑制一般人格权规则通过
引入其他重要的价值基础或一般法律思想来满足现实中人的具体需求的能力，导致创设一般人格权规则

的立法初衷无法充分实现。
(一)以人格自由发展为价值基础的人格利益

在价值基础或一般法律思想的类型上，虽然一审稿第 774 条第 2 款将一般人格权的价值基础由征求意
见稿第 7 条的“人格尊严”扩展为“人身自由、人格尊严”，但这种扩展的规范意义仍极为有限，无法完成正
当化应受一般人格权规则涵摄的人格利益的论证。例如:
在生育权纠纷案中，仅以人格尊严或者人身自由为价值基础的一般人格权规则即难以解决司法实践

所遭遇的现实困境。如在婚姻存续期间，妻子未经丈夫同意而进行流产，〔19〕妻子单方决定生育，〔20〕甚至同
居情形下女方欺骗男方其已采取避孕措施而事实上没有避孕并导致怀孕生子的情形当中，〔21〕实际上均涉

及生育权行使的问题。依据《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第 17 条第 1 句的规定，男女均享有生育权;而《妇女权益
保障法》第 51 条同时又规定，女性享有生育的自由，也有不生育的自由。对此，法院应当如何处理? 事实
上，由于现行民事制定法中并未规定生育权益，法院仅得透过民事制定法中的一般性条款而将于此的生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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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18〕

〔19〕

〔20〕

〔21〕

参见程啸:《侵权责任法》，法律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174 － 175 页;张新宝:《〈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释义》，中国人民大学
出版社 2017 年版，第 215 页。学说理论上存在不同观点，有观点认为人身自由权包括身体自由和意志自由，属于一般人格权，
该观点参见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编著:《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的理
解与适用》，人民法院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26 页。
参见杨立新、扈艳:《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格权法建议稿及立法理由书》，载《财经法学》2016 年第 4 期，第 41 页。
参见浙江省宁波市余姚市人民法院( 2006) 余民一初字第 1633 号民事判决书。
李雪花、范洋诉范祖业、滕颖继承纠纷案，《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06 年第 7 期;最高人民法院指导案例 50 号:李某、郭某阳诉郭
某和、童某某继承纠纷案，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通过，2015 年 4 月 15 日发布。
参见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 2013) 海民初字第 23318 号民事判决书。



权益纳入民法的涵摄范畴。这里的一般性条款即为具有漏洞填补功能的一般人格权规则，其核心是个案
中的利益衡量:

在女方擅自堕胎的场合，法院通常会依据一般人格权规则适用中所普遍采用的利益衡量方法处理。
对此，生效判决的通常表述是:“男性的生育权作为其他民事权利，需要自妻子怀孕起到胎儿出生这一段时
间内的自觉自愿配合才能完全实现。但女方是否愿意继续孕育胎儿涉及女方的人身自由权和健康权，属
于公民的基本权利，当其他民事权利和基本民事权利相冲突时，应当根据法益均衡、法益价值的原则，倾向
于保护公民的基本权利。”〔22〕

在女方欺诈怀孕并生子的场合，法院亦经常通过一般人格权规则来涵摄案件事实并进行处理，对此的

通常表述是:“决定孩子是否出生属于生育决定权的范围。生育权具有明显的冲突性，……但是男方的生
育决定权与女性的人身自由权、生命健康权相比，处于下位阶。如果两种权利发生冲突，男性的生育权应
当让步。从法经济学的角度出发，女性生育子女要历经受孕、怀孕、生产近十个月的时间，而男方生育子女
仅发生性行为即可，女性的投入显然更多，因此生育决定权是女性独有的权利。”〔23〕

通过实践中法院解决生育权纠纷所使用的修辞来看，于此用于涵摄事实的一般人格权规则，显然应内

涵包括人格自由、人格尊严等基本权利所具备的一般法律思想时，才能完成对于相关事实的涵摄。若将一
般人格权的价值基础仅限定为人格尊严或者人格尊严和实质上指向行动自由的人身自由，由于人身自由

并未实质扩展本应向丰富社会现实开放而需具有广阔涵摄能力的一般人格权规则的价值基础或一般法律

思想来源，那么这种因价值基础限定而导致涵摄能力大打折扣的一般人格权，即很难应对现实纠纷，无法

满足现实生活中人的具体实践需求。
(二)以孝亲思想为价值基础的人格利益

在中国，传统的孝亲文化在当代法律实践中仍有重要价值，对于践行孝道而受阻的现实纠纷，司法实

践亦给予了充分关注。〔24〕

在司法实践中，法院普遍认为，孝敬老人是我国的传统美德。〔25〕 对老人的“生养死葬”是孝道的核心
内容。对于“生养”，法院在裁判文书中表明，所谓“孝有三:大孝尊亲，其次不辱，其下能养”。〔26〕 所谓“死
葬”，指老人去世后，其后人能及时体面地将之安葬。在法院看来，子女等近亲属按照习俗安葬老人是亲属
人格利益的实现。依据该观点，近亲属按照习俗安葬老人是与其人身不能分离的固有人格利益，该人格利
益为法释〔2001〕7 号第 1 条第 2 款规定的“其他人格利益”，属于法律保护的民事权益，若他人违反社会公
德侵犯这种人格利益，应承担相应法律责任。例如，刘某等的父亲死亡后，亲朋好友到其家中参加葬礼，但
村委会堵断公路不让治丧车辆通行，法院认为该行为有悖社会公德，侵犯了刘某等按照习俗安葬老人的
“其他人格利益”，判决村委会承担侵权责任。〔27〕 类似问题在祭奠权纠纷案中亦极为普遍。例如，崔某的
祖父母一直与崔某的姑母一起生活，由于家庭纠纷，姑母一直不让崔某探视祖父母。后崔某得知其祖父母
早已在五年前去世，遂以姑母在祖父母去世后未及时通知其而侵犯祭奠权为由，将姑母诉诸法院。〔28〕 对
此，法院亦是以法释〔2001〕7 号第 1 条第 2 款规定的“其他人格利益”为请求权基础支持了崔某的请求。
当然，老人的近亲属基于孝道而享有的人格利益，在与老人的自由意志产生冲突时，基于孝道的基本

内涵，近亲属人格利益的保护应让位于老人意志自由的保护。例如，对于请求亲自照顾母亲张某的刘某
甲，法院认为，此种“想尽孝的诚心应予肯定，但百善孝为先的孝不仅应当体现在对父母的孝敬即尊敬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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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刘辉诉文静一般人格权纠纷案，《人民法院报》2016 年 9 月 7 日，第 7 版。
参见孙欣:《女性单方面决定生育不构成对男性生育权的侵犯》，载《人民法院报》2014 年 5 月 29 日，第 6 版。
参见朱晓峰:《孝道理念与民法典编纂》，载《法律科学》2019 年第 1 期，第 82 页。
参见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2015) 二中民终字第 06836 号民事判决书; 安徽省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 2015 ) 池民一终字第
00379 号民事判决书;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6) 苏 04 民终 2425 号民事判决书;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5 ) 长
中民一终字第 07437 号民事判决书;陕西省安康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3) 安民终字第 00369 号民事判决书。
参见四川省梓潼县人民法院( 2016) 川 0725 民初 963 号民事判决书。
参见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 2012) 渝高法民提字第 218 号民事判决书。
参见崔妍诉崔淑芳侵犯祭奠权案，《人民法院案例选》2009 年第 67 辑，第 120 页。



面，还应当体现在孝顺即顺从老人的意愿方面，张某因为长年卧病在床并已经习惯了刘某乙夫妻的照顾，

不愿意刘某甲到其身边照顾，所以应尊重张某的意愿”，法院据此驳回了刘某甲的诉讼请求。〔29〕 法院于此
所持的立场实质上反映了传统孝道理念所内涵的基本价值观。对此，实践中有法院在判决书中明确阐述
道:“孝是中华传统文化提倡的行为，指儿女的行为不应违背父母、家里长辈以及先人的心意，是一种稳定
伦常关系的表现。……孝的一般表现为孝顺、孝敬等。孝顺是指为了回报父母的养育，而对父母权威的肯
定，从而遵从父母的指点和命令，按照父母的意愿行事。”〔30〕

可以发现，基于孝亲思想，无论是照顾老人，还是及时妥善安葬老人和祭奠老人，其中体现出来的具体

人的具体利益需求，实质上都是自然人非基于人身自由、人格尊严等被法律明确宣示出来的价值基础而生
的人格利益。实践中法院之所以适用法释〔2001〕7 号第 1 条第 2 款规定的“其他人格利益”概念而非第 1
条第 1 款第 3 项规定的“人身自由权、人格尊严权”概念来涵摄相关案件事实，核心考量即在于这些场合当
中并不涉及人身自由、人格尊严被侵犯的事实，无法通过以人身自由、人格尊严为价值基础或一般法律思
想的一般人格权规则来进行涵摄处理。
(三)以其他一般法律思想为基础的人格利益

事实上，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还存在着大量其他的非以人身自由、人格尊严为价值基础的人格利益
受损的情形。例如，旅游合同中因旅游经营者违约导致旅游者假期虚度而人身利益受损，〔31〕因婚庆服务行
为不到位导致消费者精神痛苦，〔32〕因法医错误鉴定导致受害人错失进入特定职业领域发展的机会，〔33〕具

有人格象征意义的特定纪念物品如结婚活动照相胶卷、〔34〕父母生前的仅存照片因照相馆过错而遗失使受
害人的人格利益受损，〔35〕错误火化尸体或丢失骨灰使死者近亲属人格利益受损，〔36〕故意阻碍迎亲车队使

受害人的婚礼无法按预定程序和方式举办，〔37〕均是以人身自由、人格尊严为价值基础的一般人格权规则所
无法处理的。
若民法典人格权编的一般人格权规则坚持如征求意见稿第 7 条一样将人格尊严作为一般人格权的唯

一价值基础，或者如一审稿第 774 条第 2 款将一般人格权的价值基础限定为“人身自由、人格尊严”，那么
就会出现前述司法实践中展现出来的无法通过一般人格权规则涵摄的尴尬情形。这显然有违一般人格权
规则创设的初衷，并不适当。

四、比较法上一般人格权价值基础的表达方式

事实上，首先创制出一般人格权规则的德国联邦最高法院即很好地解决了一般人格权价值基础的发

现和表达问题:一方面，基于人的尊严思想来源多元导致概念内涵的不确定性和作为一般规则的一般人格

权的涵摄能力考虑，它没有径直将基本法所宣示的人的尊严、人格自由发展等价值基础赋予典型权利的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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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河北省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4) 唐民一终字第 623 号民事判决书。
参见湖南省临湘市人民法院( 2016) 湘 0682 民初 92 号民事判决书。
当然，于此究竟是人身利益受损，还是财产利益受损，学理上仍有争议。Vgl． Klaus Tonner，Entscheidungs rezensionen: Schadener-
satz wegen vertaner Urlaubszeit，JuS 1982，S． 414 f．
参见程鹏诉紫薇婚庆服务社婚庆服务不到位退还部分服务费和赔偿精神损失案，《人民法院案例选》( 总第 40 辑) ，人民法院出
版社 2002 年版。
参见刘愔诉嘉信乒乓球俱乐部等以初诊但后被法医鉴定的结论为依据决定其离队影响其运动生涯赔偿纠纷案，《人民法院案例
选》( 总第 29 辑) ，时事出版社 2000 年版。
参见肖青、刘华伟诉国营旭光彩色扩印服务部丢失交付冲印的结婚活动照胶卷赔偿纠纷案，《人民法院案例选》( 总第 11 辑) ，
人民法院出版社 1994 年版。
参见王青云诉美洋达摄影有限公司丢失其送扩的父母生前照片赔偿案，《人民法院案例选》( 总第 26 辑) ，人民法院出版社 1996
年版。
参见艾新民诉青山殡仪馆丢失寄存的骨灰损害赔偿纠纷案，《人民法院案例选》( 总第 5 辑) ，人民法院出版社 1993 年版。
参见河南省济源市人民法院( 2011) 济民一初字第 238 号民事判决书。



形;另一方面，该院在其制作的裁判书的说明理由部分通常将《基本法》第 1 条第 1 款的人的尊严与第 2 条
第 1 款的人格自由发展，共同作为民法上一般人格权的价值基础加以论述。在此，人的尊严与人格自由发
展并非典型权利类型本身，它是包括那些纳入典型权利类型在内的所有人格利益应受法律保护的正当性
基础。对于德国民法上的一般人格权的价值基础来讲，需要从人的尊严和人格自由发展两个方面来理解:
(一)人的尊严

在德国，尽管学理上对于人的尊严的思想来源存在争议，基督教神学、人文主义和启蒙主义、康德主
义、马克思主义、系统理论以及行为主义等都对人的尊严表明了自身的立场。〔38〕 但是，在学理上被普遍认
同的首先是基督教神学对于基本法中的人的尊严概念的重要影响。〔39〕 在基督教神学思想中，人本身是依
据上帝的形象被创造出来的。〔40〕 人的形象与上帝之间的这种内在性关系要求，必须对此岸世界的个体人
以充分的尊重和保护。人与上帝之间存在着一种个人性的关系，这种关系以人的灵魂不灭和对上帝的责
任为核心。这种关系也决定了人有选择的自由，且此种自由的本质是以罪和救赎为前提的个人自由。在
基督教神学体系中，人具有不完美性，但同时又具有可塑性。这正如文艺复兴时期的著名人物皮科在《论
人的尊严》的演讲中宣称的那样: 人独一无二的地方，恰恰就在于人决不仅仅要满足于一个先定的角色。
相反，人选择自己的命运，因为上帝给人根据一系列的可能性塑造他自己的能力，而其他一切造物都没有
这个能力。〔41〕 人的这些内在特性构成自由、平等、博爱的神学基础。因为每个人都和上帝形象相近，亦应
当被有尊严地对待。当然，被有尊严地对待，并不单纯地意味着每个人自我的自由，而是适用于所有人自
我价值基础上的自由。这就意味着，人的此种形象和内在规定性必然要求共同体尤其是国家，应当承认人
的尊严并给予此种尊严以充分的法律保护。〔42〕

德国学说理论上还普遍承认，启蒙主义尤其是康德道德哲学对于人的尊严的正当性论证以及对其内
涵的丰富，亦是理解基本法上人之尊严概念的重要基础。〔43〕 康德不再从人与上帝的关系来论证人的尊严，
而是从个人本身出发，通过对于个体地位的强调，来论证现实世界中与共同体尤其是国家相对立的人应被
法律承认且受其充分保护的法律地位。康德宣称，在目的的王国里，所有事物要么具有价格，要么具有尊
严。有价格的事可以被其他事，也就是它的“对等物”所代替; 而剩余的另一方面超越于所有的代价之上，
所以没有对等的事物是有尊严的。〔44〕 基于此，康德认为:不能仅仅把人当作手段使用，人在任何时候都必
须被同时当作目的，因为在该目的内，存在着人的尊严。〔45〕 由此，把人当作目的而非手段的实践命令就是，
“不能仅将自身作为供他人使用的手段，对任何人而言，你本身亦是一个目的”，〔46〕亦须将“所有人都永远
作为目的，而不能仅作为手段”。〔47〕 以康德的此种思想为出发点，德国民法理论上基本赞同: 人正是因为
不能作为其他人达成其目的的手段，所以其本身具有一种价值，此种价值即尊严。据此可以得出: 每一个
人都有权要求他人尊重其人格、不要侵害其生存及私人空间;与此相适应，每个人亦因此对他人承担同样
地尊重其人格和勿侵害其权利的义务。此即相互尊重原则。〔48〕 黑格尔在此亦持同样的见解，即人的尊严
的核心应是“成为一个人，并尊敬他人为人”。〔49〕 康德思想深刻影响了德国当代法律实践对于人的尊严的
体认。例如，联邦宪法法院在判决中多次通过客体公式的运用来阐释“当一个具体的人，被贬抑为物( 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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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李忠夏:《人性尊严的宪法保护———德国的路径》，载《学习与探索》2011 年第 4 期，第 11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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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意］皮科:《论人的尊严》，樊虹谷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2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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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仅是手段或可替代之数值时，人性尊严已受伤害”。〔50〕

德国学理上有观点认为，无论是基督教神学中的人的尊严观，还是康德思想中的人的尊严观，都要求

国家在个体被侵犯时，能为其提供充分救济。问题是，此种消极防御性的法律保障并不能保证人本身的充
分实现。对此，人的尊严对于法的实践命令不应仅仅体现为要求国家赋予人因其内在规定性而享有防御
性的权利，国家亦应给人的尊严的积极实现提供可能。〔51〕 这种要求实质性地指向了《基本法》第 1 条第 1
款以下的诸项基本权利，尤其是第 2 条第 1 款的人格自由发展，在人的尊严实现中的实践价值。人格尊严
的此种特性亦表明了其在德国法秩序中具有母权利的地位。
(二)人格自由发展

在德国，《基本法》第 1 条第 1 款规定的人的尊严“为基本权利之基准点、为基本权利之出发点、为基本
权利之概括条款、属宪法基本权利之价值体系”，甚至也是整个基本权利体系的基础。〔52〕 但即使如此，其
也不是德国民法上一般人格权的唯一价值基础。通过司法实践续造出一般人格权的联邦最高法院认为，
除了《基本法》第 1 条第 1 款规定的人的尊严外，《基本法》第 2 条第 1 款的人格自由发展亦是民法上一般
人格权解释所要考量的价值基础。〔53〕

德国学理上普遍认为，《基本法》第 2 条第 1 款的人格自由发展具有主观权利的特征。只有尽最大可
能地保障人格自由的充分发展，才能使人的尊严充分实现。当然，第 2 条第 1 款规定的人格自由不是毫无
限制的荒岛之上的鲁滨逊式的自由。依据《基本法》第 1 条第 1 款的人的尊严所推导出来的相互尊重原则
与当代经济社会发展的现状，人格自由发展是以社会共同体中各成员的和谐共存为目的，受宪法保护但在

共同体中又多方受限的权利。亦即言，人格自由发展既要求个体对自身负责，又要求个体对与其相对的共
同体中的其他个体负责。〔54〕 或者说，个人自由乃是一种社会中的自由，在具体的实践中尚需同时注重与之
相应的社会责任。联邦宪法法院通过一系列判决，将个人说成是一种“精神—道德存在”，亦即人是一个个
体化与社会化的统一体。例如，在投资帮助案的判决中，该院首次提出个人是受公共体约束的;〔55〕在墨菲
斯托案中，该院认为个人并非孤立自足的，而是在社会共同体当中自由发展的;〔56〕而在生命监禁案中，宪法

法院则将这种思想扩展为:基本法中的人格自由是与共同体相连并受其约束的。〔57〕 学说理论评述德国司
法实践于此的价值取向实质上反映为现代社会背景下个人生活的社会性面向。〔58〕

在德国联邦宪法法院看来，《基本法》第 2 条第 1 款的人格自由发展被引入民事司法实践而作为一般
人格权的价值基础时，应从基本权利的事实构成和限制两个方面来理解:基本权利的事实构成所主要解决

的问题是积极行使人格自由发展权的保护界限，亦即人格自由发展权作为主观权利在行使时必须满足相

应的基本构成要件，违此则不是人格自由发展，不受法律保护;权利的限制则主要从消极限制的一面来确

定人格自由发展。对于前者而言，人格自由发展究竟是仅保障一般性的人之行为自由，还是应扩展至精神
性人格的自由发展? 对此，德国学理上的主流意见认为，精神性人格自由的内部构造不能给相应的权利保

护请求提供清晰的应受保护的界限，因此原则上无法通过具体的法律规则来实现;而行为自由的内涵外延

相对比较清晰，可以满足法律规则适用的确定性、可预见性的要求。在此意义上，作为民法上一般人格权
之价值基础的人格自由发展实质上主要指向一般性的行为自由。〔59〕 当然，根据德国当代的基本权利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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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的一般性的行为自由并非如我国宪法上规定的人身自由那样属于一种具体的自由权，它比人身自由

的涵摄范围要广得多，包括了人之行动的所有表现形式或者生活领域，本质上成为了其他自由权的补充性

的一般自由权。〔60〕

这样，作为民法上一般人格权之价值基础的《基本法》第 1 条第 1 款的人的尊严和第 2 条第 1 款的人格
自由发展之间的规范关系就清楚了。人格自由发展所内涵的内外在自由以及以自我决定的方式表达出来
的与社会共同体所赋予的责任相统一的和谐共存，是人的尊严的真实体现。这表现为: 第一，完整的人的
尊严除了内外在自由的自我实现外，尚内涵社会责任与他人的统一性;第二，人的尊严主要是通过与人格

自由发展相结合来体现。〔61〕 但是，人的尊严并非单纯的人格自由发展的审查标准，人的尊严背后的人的形
象实质上是一般人格权引入第 2 条第 1 款人格自由发展的正当性说明。由于限制人格自由发展等基本权
利必须符合比例原则，因此以第 2 条第 1 款人格自由发展为价值基础的一般人格权的涵摄能力被实质性提
高了。由此，那些无法通过以第 1 条第 1 款人的尊严为价值基础的一般人格权进行涵摄的事实，即可以由
以第 2 条第 1 款为价值基础的一般人格权涵摄。〔62〕

当然，人格自由发展并非封闭且固定不变的，而是向发展变化的社会现实完全开放的价值体系。这意
味着，随着社会背景变化而出现的新的人格自由保护类型，亦会通过该条而被及时地纳入到一般人格权规

则的涵摄范围。例如自然人对个人数据的权利即“信息自决权”，即被认为是依据《基本法》第 2 条第 1 款
的人格自由发展和第 1 条第 1 款的人的尊严而生的“一般人格权”的具体化。对此，我国学理上有学者亦
持同样的见解，认为赋予自然人对个人数据以民事法律保护的正当性基础在于维护人格尊严和人格自由，

更具有说服力。〔63〕

五、民法中一般人格权规则具体表述的取舍

可以发现，德国法上通过司法实践的法律续造而发展出来的民法上的一般人格权规则有两项基本特

征值得重视:

(一)民法中一般人格权的价值基础毋需明确宣示

德国法上的一般人格权并没有像我国前述的征求意见稿第 7 条、一审稿第 774 条第 2 款那样，将价值
基础明确宣示出来，而是由法院在裁判书中通过援引基本法规定的基本权利所内涵的价值基础或者一般

法律思想进行论证说理时加以说明。这使一般人格权规则真正地成为发展性、开放性的一般性条款，能随
着共同体文化和社会经济的发展而不断扩展其范围并丰富其内容。〔64〕 这种不明确宣示一般人格权规则价
值基础的做法，亦被其他国家和地区所认同。例如，法国民法第 1382 条、〔65〕瑞士民法第 28 条第 1 款、〔66〕

我国台湾地区“民法”第 18 条及第 195 条第 1 款，〔67〕均是通过一般条款概括承认一般人格权但未明确宣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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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价值基础的典型。当然，制定法未明确宣示一般人格权的价值基础，并不会对司法实践和学说理论通过
解释来填充和丰富其内涵产生不利影响。
德国法的实践经验表明，不在制定法中明确宣示或规定一般人格权的价值基础，在我国当代社会背景

下尤为重要。从我国当代法律实践中人格利益的保护现状来看，现实生活中具体人的充分实现所需要的
人格利益类型因人之需求的多样化而错综复杂，需要制定法在保护法的安定性的前提下为人格利益的保

护提供具有较高涵摄能力的一般性条款。〔68〕 在保护人格利益的一般性条款的涵摄过程中，法官得因个案
的具体需求而依据利益衡量规则进行处理，从而在法的安定性和对社会生活的开放性之间保持相对的平

衡。在个案的利益衡量过程当中，作为人格权益保护之一般性条款的一般人格权，并非是典型权利而是
“一束受保护的地位”，〔69〕或是“框架性权利”。〔70〕 在该框架结构中，法官可以在个案中依据利益衡量规则
自由裁量。
在德国法上，人的尊严是基本权利的母权利，人格自由发展构成其他自由权的补充性的一般自由权，

在价值基础位阶中居于首要位置。〔71〕 以之作为民法上一般人格权的价值基础，能够助益于作为一般性条
款的一般人格权规则的涵摄能力的提高。比较而言，由于我国现行法律体系下的人格尊严、人身自由仅是
具体的基本权利，亦仅是民法上一般人格权之价值基础的一部分，所以法官在通过一般人格权规则进行涵

摄时不应局限于这两种价值基础，而是应综合考虑涉案的各种价值，并“按照法律秩序下的妥当逻辑和方
法去论证其所坚持的价值取向的正当性和裁判结果的正确性”，〔72〕实现最高人民法院在指导案例 93 号中
所强调的“确保司法裁判既经得起法律检验，也符合社会公平正义观念”的理想目的。〔73〕

(二)一般人格权的价值基础应当开放而非限定

德国司法实践以法律续造的方式发展出来的一般人格权规则的价值基础是《基本法》第 1 条第 1 款的
人的尊严和第 2 条第 1 款的人格自由发展。由于基本法中的人的尊严属于“规范之规范”、“基本权利的基
本权利”，〔74〕使得以人的尊严和人格自由发展为价值基础的一般人格权本身是向纷繁复杂之现实生活开
放的规则，具有极强的涵摄功能，从而能够担负起规则创制者赋予其的重任。与之相比，尽管我国前述的
一审稿第 774 条第 2 款在征求意见稿第 7 条人格尊严的基础上增加了人身自由，但正如前文所述，我国宪
法上的人身自由和人格尊严一样，从来都被认为是一项具体的基本权利，与之相关联的民法上的人身自由

亦是具体的人格权，其核心意旨在于保护自然人的行动自由，〔75〕对此之外的其他人格利益的法律保护，则

无法提供正当性说明。亦即言，第 774 条第 2 款通过增加人身自由而与人格尊严一起作为“其他人格利
益”概念的价值基础，增强作为一般人格权的“其他人格利益”的正当性论证并提高其涵摄能力的原初目的
即无法实现。
德国法上的经验表明，应仅在民法典中确立一般人格权规则而不宣示其价值基础，从而将一般人格权

规则内涵的一般法律思想或价值基础的发现与解释交给司法实践，由法官在个案审理中依现实需要而将

民法典内在体系中的基本价值通过外在体系之具体构成的法律概念、规则显现出来。此种做法显而易见
的好处是，其不但能使个案中具体适用的一般人格权规则获得充分的正当性论证，还可以向社会现实充分

开放，具有强大的涵摄能力，〔76〕能够助益于立法者创制一般人格权规则之初始目的的实现。若以该思路为
出发点，那么我国立法者面对的前述仅以人格尊严为价值基础的一般人格权涵摄能力不足的困境，即可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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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服。事实上，我国当前司法实践亦主要是遵循这一思路来解决具体案件中包括以人格尊严、人格自由发
展以及其他一般法律思想为基础的人格权益涵摄甚至冲突的问题。
例如，在调取丈夫情人生子案中，妻子通过医院调查丈夫情人的病历，用来查明丈夫以夫妻共同财产

支付其与情人所生之子的相关费用时，涉及到丈夫情人以人格尊严为价值基础的隐私权和妻子以人格自

由为价值基础的知情权的冲突。于此，妻子的行为是否构成对他人隐私权的侵犯? 在一般情形下，不具有
法定资格的第三人向负有保密义务的医院查询他人病历资料，因医院过失导致病人私密信息泄露，符合

《侵权责任法》第 12 条规定的情形，第三人与医院应按照过错大小承担侵权责任。但在本案中，审理法院
却认为:“丈夫情人的病历资料不仅含有其身体隐私部位的相关信息，更有其不愿为外人所知的生理疾病
信息，医院依法负有保密义务，不得随意对外泄露。但妻子对与丈夫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的消费情况享有知
情权，有权了解丈夫在医院的消费情况而申请调取材料，其为维权而自行收集证据的行为并不违反法律规

定，亦不构成对丈夫情人隐私权的侵犯;而医院未尽法定审查义务，向不具备调取丈夫情人病历资料法定

条件的妻子提供了病历资料，违法泄露了丈夫情人的隐私，构成对其隐私权的侵犯，应承担侵权责任。”〔77〕

法院于此通过衡量不同价值基础的人格权益而进行了区分处理，显然极大提高了一般人格权的涵摄能力，

有别于德国司法实践依法律价值的位阶排序而进行的利益衡量方法。后者在隐私权和知情权发生冲突
时，径直以人之尊严的优先性而认为以人之尊严为价值基础的隐私权应优先于以人格自由发展为基础的

知情权的保护。〔78〕

在生育权纠纷案中，审理法院明确表示:“决定孩子是否出生属于生育决定权的范围。生育权具有明
显的冲突性，……但是男方的生育决定权与女性的人身自由权、生命健康权相比，处于下位阶。如果两种
权利发生冲突，男性的生育权应当让步。”〔79〕法院于此即通过利益衡量规则而综合考量了处于通常所谓的
一般人格权涵摄范围的各种人格利益和价值，并推出女性生育权优先保护的结论，论证的正当性和合法性

基础更为充分。〔80〕

此外，在以孝亲思想为价值基础的人格利益被侵害的场合，当前司法实践亦通过引入公序良俗概念，

将孝亲思想纳入公序良俗的涵摄范畴之内，认为以违反公序良俗的方式阻碍他人埋葬、祭奠、悼念先人的，
构成对受害人人格利益的侵害，应承担侵权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在其公布的指导案例 93 号中也将人格尊
严和人伦道德两项并列规定，作为法院确定行为人之法律责任时应予考量的要素。〔81〕 此亦表明，不明确规
定作为人格利益保护之一般性条款即一般人格权的价值基础，事实上更有利于该一般性条款之立法目的

的实现。

六、结论

概言之，一般人格权规则创始的初衷就是因应社会变迁以及层出不穷的侵害方式，扩大人格权的保护

范围而发展形成的法律规则。〔82〕 因而，在民法典中明确承认一般人格权确有必要，这也是制定法对现实生
活中具体人之现实需求的及时回应，符合比较法上人格权保护的普遍经验。而在民法典中明确宣示一般
人格权的价值基础并将之唯一化或特定化，正当性基础并不充分，违反了该规则创设的初衷，并不妥适。
对此，结合征求意见稿第 7 条、第 1 条以及一审稿第 774 条第 1、2 款的规定，民法典人格权编可以考虑将一
审稿第 774 条修改为:“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隐私权等人格权利或者其他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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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受法律保护。”
同时，考虑到民法典外在体系的科学性、体系性，建议将《民法总则》第 109 条的具体表述修改为: “自

然人的人格尊严、人格自由受法律保护。”这样，从体系解释的角度来看，《民法总则》第 109 条所宣示的基
本价值更为开放，构成该章规定的所有民事权益的价值基础。并且，该条从功能上讲属于授权性条款，并
不排除法律上的其他基本价值作为本章规定的民事权益所内涵的一般法律思想。这也就意味着，法院在
通过一般侵权条款保护不被法律明确规定的人格利益时，亦得以法秩序中的其他基本价值作为论证的正

当性基础。由此表明，民法典承认和保护包括一般人格权在内的民事权益的一般法律思想来源的重心与
多元化并举的基本立场。〔83〕 另外，民法典内涵的这种一般法律思想亦可以作为司法实践通过侵权法上一
般侵权条款发展一般人格权的价值基础，从而为民法典所承认的一般人格权提供更为充分的保护。亦即
言，被民法典明确宣示出来的一般法律思想即“人格尊严、人格自由”并不排除法院在个案审理时引入其他
一般法律思想来确定应受法律保护的人格利益类型与范围，法官能够通过利益衡量方法而综合考量作为

结论之正当性与合法性基础的诸要素，并充分发挥一般侵权条款的空白填补功能。〔84〕 法典的安定性与对
现实生活的开放性之间的紧张关系可经由这种立法技术安排而获得缓解。借此，立法者所明确表达出来
的立法目的即“对已经不适应现实情况的规定进行修改完善，对经济社会生活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作
出针对性的新规定。……保证人民依法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承担应尽的义务，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
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85〕亦可得以实现。

The Value Basis and Concrete Expression of the Personality Ｒight of the Civil Code
Zhu Xiaofeng

Abstract: Article 7 of“The Law of Personality Ｒight ( Draft) ”acknowledges that“other personal-
ity interests”is a specific expression of general personality right and this is worthy of recognition． How-
ever，it limits the value basis of the general personality right to human dignity． This does not have a le-
gal basis． This is inconsistent with the human dignity provisions stipulated in Article 38 of the Constitu-
tion and the related general legal thoughts． It is also inconsistent with the basic values of civil rights un-
der Article 109 of the General Principles of the Civil Law． In addition，this way of defining the value ba-
sis of general personality right will limit the scope general personality right could cover． It can not meet
the needs of real life and is contrary to the experience acquired in legal practice regarding general per-
sonality right in the comparative law． In this regard，if the law of personality right is independently com-
piled，the“human dignity”in the draft should be deleted and just keep the concept of“other personali-
ty interests”． If the law of personality right is not independently compiled，then the“personal freedom，
human dignity”in the Article 109 of the“General Principles of the Civil Law”should be revised to
“human dignity，freedom of personality．”

Keywords: general personality right; other personality interests; human dignity; freedom of per-
sonality; freedom of person; value ba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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